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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ealy bronze culture began to take shape in the area along the mainstream of

Yangtze River in the east Chongqing. During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the bronze culture in this area arrived at its golden era
with the southward movement, entrance and promotion of the civilization of Ba. The abundance of bronze wares excavated from
the Graveyard of Lijiaba site in Yunyang of Chongqing is the typical example. These bronze wares reveal that this settlement has
a military importance. Bronzes of Lijiaba site, especially the bronze weapons reveal that the rise of bronze culture in this area in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is along with frequent and violent wars. Bronzes of Ba in the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have been
found in many sites in the areas along the mainstream in the east of Chongqing and Jialing River. The scop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bronze culture in B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coincides with the time and route that Ba proceeded westwards along
Yangtze River from The three gorges into Sichuan and Chongqing.

古代巴国的青铜文化，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比

较系统的实物资料而一直未能获得更多的研究。
近年以来川渝地区以及三峡地区考古工作的全

面开展，为巴国青铜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和条

件。但由于巴国历史与疆域变迁的复杂性，使巴

国青铜文化的许多问题还有待于深入探讨。本

文根据渝东长江干流的考古发现，结合相关历史

文献资料，对这一地区青铜文化的有关问题进行

初步探讨，就教于海内外专家学者、博学通人。

一、渝东长江干流青铜文化的初现

商周时代，早期青铜文化开始在今重庆渝中

区以东长江干流地区萌芽，重庆万州中坝子遗址

出土的铜鱼钩和铜镞
［1］，便是文明要素的点点曙

光，昭示着早期文明的起源。
不过，在商周时代，由于渝东长江干流地区

在整体上尚处于从史前向文明、从酋邦向国家过

渡的历史阶段，同时该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分隔

了各族群各村落之间的沟通、联合和政治上文化

上的扩张，并且这一时期该地区长期受到来自西

面的古蜀文化和东面的楚文化的较强压力，所以

它自身的文明要素十分脆弱，其文化与政治成果

难以充分扩展，以至严重影响了它自身文明起源

的历史进程。可以说，渝东长江干流地区是在步

履蹒跚之中走进了它的青铜时代的。即使到了

战国时代，该区域内的一些地点不断制作青铜

器，如在万州麻柳沱Ⅰ区发现的青铜钺、刀削、镞
和柳叶形剑的石范 ( 图一) ［2］，以及在其他遗址

如新浦遗址、石地坝遗址等发现的石范等，但均

为造型简单的小型铜器，乃由各地自行制造，铸

铜工业规模小而分散，因而抑制了该区域青铜器

铸造业的发展
［3］。这种情况意味着该地族群的

分散性，它所表明的是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 在

春秋战国之际拥有发达青铜文化的赫赫巴国南

移长江干流以前，渝东长江干流地区还没有产生

出一个能够聚合区域内各族政治力量，并使区域

政治一体化的强有力的统治权力中心
［4］。

二、云阳李家坝青铜文化的兴起

东周时期，由于巴国文明的南移、进入与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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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东周时代遗存出土铜器

动，巴地的青铜文明达到全盛时代。属于这一时

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充分表明了这个事实。
1997 年和 1998 年，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对重庆市云阳县李家

坝遗址先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从商

周至汉初的大量文化遗存
［5］，获得了引人注目的

丰富成果，尤其是东周时期大量巴文化墓葬的发

现
［6］，对于东周时期渝东长江干流巴地青铜文明

兴起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云阳李家坝遗址位于长江北侧支流澎溪河

东岸一级台地，距南面的长江仅数十公里。该地

海拔高度为 140 ～ 148 米，遗址面积约 60 万平方

米，商周和东周时期巴人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

坝区前缘的第Ⅰ、Ⅱ发掘区。1997 年在李家坝

遗址发掘出土 40 座东周时期的巴人墓葬、多座

房屋基址、3 座陶窑以及大量遗物，1998 年发掘

出土 45 座东周时期的巴人墓葬、44 个灰坑、2 座

房屋基址、5 条灰沟以及大量遗物。
李家坝的两次发掘均出土大量青铜器 ( 图

二) 。青铜器大多数出土于墓葬，少量出土于文

化层。第一次发掘出土各式青铜器 65 件( 其中

可复原 59 件) ，第二次发掘出土各式青铜器 169
件，共计 234 件，在渝东长江干流可谓空前的发

现。出土的青铜器基本为范模铸造，兵器均为双

范合铸。按用途和性质分类
［7］，有兵器、饪食器、

酒器、乐器等，以兵器的数量为最多。属于兵器

类的主要有剑、矛、钺、斧、戈、箭镞、刮刀、削等，

属于饪食器的主要有鍪、鼎等，属于酒器的主要

有杯、壶、勺等，属于乐器的仅有铃。青铜器大多

制作精美，兵器如剑、矛、戈上常铸有虎、人头、人
形、水鸟、蝉、手臂纹、心形纹、云雷纹等凹线纹饰

图案，也有浅浮雕加阴刻线的纹饰图案，斧和钺

上有各种几何形凸线纹饰图案，显示出比较精熟

的青铜器制作技术和高超的工艺水平。

三、渝东长江干流青铜文化的性质、来源和族属

除李家坝而外，在渝东长江干流地区迄今还

没有发现成片密集分布的成熟形态的青铜文化。
以此而论，李家坝青铜器群自然可以作为渝东长

江干流巴地青铜文化的代表。
李家坝遗址的早期，相当于中原的西周时

期，上限可到商代晚期。这一时期的主要遗迹有

房屋建筑、灰坑、墓葬、水沟、泥条等。房屋建筑

可分为半地穴式建筑和地面建筑两类。地面建

筑的全貌已不能确知，仅发现在斜坡上分布的大

量柱洞。在柱洞的分布范围内没有发现居住面，

仅发现少量陶片，推测房屋应属干栏式结构建

筑。早期墓为浅竖穴土坑墓，随葬品为陶器和石

器。遗址内出土的遗物主要是陶器、石器和兽骨

等。早期遗迹说明，在商周时期，那里还是一个

人群不多、居住分散的小型聚落。然而到了遗址

的晚期即东周时期，李家坝一带演变成为一个大

规模的聚落，出现大片密集分布的墓葬，墓葬内

随葬有大批精美的青铜器，这对于上一个阶段

( 商周时期) 的较薄文化层堆积和零星墓葬来

说，不啻是一个跨越式的大跃进。这种变化，尤

其是该地区成熟形态的青铜文化的出现和兴起，

从迄至当前的各种资料分析，它不是当地自身文

化的创造，而应与春秋末战国初巴国从汉水流域

南移长江干流，东与楚国数相攻伐，西与蜀国争

城夺野有着直接关系。
在李家坝遗址的早期遗存中没有发现青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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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重庆云阳李家坝墓葬出土青铜器

器，聚落也呈现为一般性村落的形态，没有表现

出任何早期文明的因素。从遗址早期到晚期，其

间也没有出现青铜器发生与演变的任何迹象。
因此，东周时期 ( 其实主要是战国时期) 这里出

现的大批青铜器，就不会是当地文化在自身基础

上的创造。尽管从某些因素上看，李家坝遗址的

文化特征一脉相承，但这却不能说明其青铜文化

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从墓葬内出土青铜器的形

制和年代分析，不管是第一期还是第二期墓葬内

出土的青铜兵器，均多与川西平原出土的同类器

相似，而川西平原的蜀式兵器有着清楚的发展演

变序列。同时，李家坝墓葬在形制上和构筑技术

上也与川西平原蜀墓具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
［8］。

由此看来，李家坝巴人青铜兵器与川西平原蜀文

化有着某种深层关系。
李家坝巴人墓葬表现出墓主之间还没有形

成严格的层级制度这样一个特点，它从一个十分

重要的侧面显示了当地巴人的社会与政治组织

的构成情况。根据墓坑和葬具的规模，李家坝墓

葬大体上可分为大、中、小三类，半数以上的墓葬

无葬具。在两次发掘的 85 座墓葬中，仅有 40 座

发现木质葬具，以单椁、单棺和一棺一椁为主。
有葬具的墓葬形制一般较大，有的有二层台。这

些现象似乎表现出层级或等级之分。但是，有的

无葬具的墓坑具有熟土二层台，而大、中、小型墓

内出土的器物尤其青铜器的数量相差不多，并未

显示出其间具有明显的尊卑贵贱之分，意味着墓

主生前的政治经济地位没有太

大差别，说明这是族群的公共墓

地。这样的墓地形态所揭示的

是，东周时代这里是一个还没有

达到国家水平的酋邦的聚落。
将李家坝墓葬同重庆涪陵小

田溪先后发掘清理的战国中晚期

巴国王族宗室墓葬相比较
［9］，可

以看出，不论在墓葬形制、器物规

格方面，还是在墓葬及遗物所反

映出来的严密有序的等级制度方

面，李家坝墓葬显然都无法与涪

陵小田溪墓葬同日而语。这表

明，李家坝墓葬与巴国王室及其

宗室或家族没有关系，不是后者

的文化遗存。从葬俗方面看，李家坝墓葬明显反

映出流行早期杀殉习俗的特点，而这种习俗在小

田溪墓葬完全没有反映，可见同样与姬姓的巴国

王族统治者集团无关。
《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记载: “廪君死，

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用这段记载来对照李家坝墓葬的一些现象，很容

易认为李家坝遗址所流行的杀殉遗俗以及青铜

器上的虎纹，是该族群为廪君后代的证据，或认

为因廪君死后化为白虎，其后代祭祀廪君，遂以

白虎为图腾。对此，我们应该进行深入细致的分

析。
首先，从考古记录来说，李家坝墓葬所发现

的现象是把人头葬入墓内，或把人体肢解成数段

置于墓内，没有严格的规定或定制。而这几种现

象均与“虎饮人血”没有直接关系。
其次，根据《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的记

载，廪君后代是在宗庙用人牲作为祭祀的牺牲，

而不是把人牲肢解后葬入墓内。所谓“遂以人祠

焉”，这个“祠”字非常关键，但却往往为学者们

所忽略。祠，祠 堂 之 谓。《史 记·陈 涉 世 家》:

“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索隐》引高诱

注《战国策》云:“丛祠，神祠也。丛，树也。”祠即

祭祀先祖神主的庙堂。汉代所谓祠堂，即是先秦

的宗庙，亦即所谓庙堂。《后汉书·巴郡南郡蛮

传》所说“遂以人祠焉”的“祠”，乃是名词用如动

词，即在宗庙( 祠堂) 进行祭祀之意。显然，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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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的这种祭祀方式，与李家坝墓葬把人牲肢解

后葬入墓内的埋葬习俗完全没有关系。而且，

《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所记载的是廪君后代

以人血祭祀先祖廪君，并非把人牲肢解后葬入这

些后代的墓中。可见，不论从祭祀环境、祭祀方

式还是祭祀对象来看，李家坝墓葬均与廪君及其

后代无关。

图三 重庆云阳李家坝墓葬出土虎纹青铜戈

复次，李家坝墓葬所出青铜兵器上铸刻的

阴线或浅浮雕的虎纹 ( 图三) ，不能作为器主或

墓主是廪君后代的证据。在成都平原所发现的

东周时期的蜀式青铜兵器上，同样铸有各式各样

的虎纹。并且，早在商代的古蜀三星堆祭祀坑内

就出土黄金和青铜制作的虎，在成都市金沙遗址

还出土了大量石虎，而这些以黄金、青铜和石头

制作的虎，均与廪君无关。虎是自然界的猛兽，

因其威武和勇猛等特点受到人们的敬畏和赞赏。
人们用各种材料制作成虎形和虎纹，特别是在兵

器上铸刻虎纹，是为了借助虎的威力来增强自己

的力量，这是古代交感巫术的产物。这种心理素

质和行为方式并不专属某一族群所有，它是许多

地区古代文化的共性，殷卜辞中已见“虎方”之

名，周成王时铜器《中齎》铭文提到“唯王令南宫

乏( 伐) 反虎方之年”，《孟子·膝文公下》云:“周

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

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

下大悦”，春秋时江淮之间有“夷虎”［10］，而虎的

崇拜在 古 代 长 江 流 域 普 遍 存 在，更 是 不 足 为

异
［11］。尤为重要的是，今云阳地区从先秦至秦

汉一直是板楯蛮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板楯蛮以

射杀白虎著称于世，号“白虎复夷”［12］。李家坝

青铜兵器上所铸刻的各种形式的虎纹，即应与此

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廪君后代虽然“以虎饮人

血，遂以人祠之”，但却并没有以虎或白虎作为自

己的称号。
再次，在专门叙录巴国史事的《华阳国志·

巴志》中，对于廪君故事只字未提，说明《华阳国

志·巴志》没有把清江流域的廪君族群及其史事

置于今渝东巴地之内。而《后汉书·巴郡南郡蛮

传》所记载的出于武落钟离山的廪君，确实与巴

郡没有任何关系。武落钟离山，《水经·夷水

注》谓即佷山，在今湖北长阳境。据《续汉书·
郡国志五》“南郡”条:“佷山故属武陵。”同书“武

陵郡”条:“武陵郡，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

年更名。”又据《太平御览》卷 171 引《十道志》
载:“施州清江郡，荆州之域，春秋时巴国，七国时

为楚巫郡地，秦昭王时伐楚，置黔中郡，巫地属

焉。”由此可知，廪君族群的居地佷山，战国时属

楚巫郡，后属秦之黔中郡，汉初改称武陵郡，佷山

是从汉之武陵郡改属南郡的。由于《后汉书·巴

郡南郡蛮传》是把南郡的廪君和巴郡的板楯蛮合

传加以叙录的，而在篇首总挈全篇曰“巴郡南郡

蛮”，所以容易造成廪君就是巴郡南郡蛮的错觉。
可见，廪君族群并非汉之巴郡内的族群，而是南

郡内的族群。因此，《华阳国志·巴志》不叙廪

君故事，是极有道理的。而位于今渝东长江干流

的云阳县，秦汉时并属巴郡之朐忍县，与南郡无

涉。这就说明，云阳李家坝墓葬的族群应属汉之

巴郡蛮，与南郡蛮不同。可见，李家坝墓葬并不

是廪君后代的文化遗存。
最后，所谓图腾( totem) ，是说族群与自然界

的有机物或无机物之间具有某种出生的关系，确

切地说，是某族群把某种或某些有机物或无机物

作为自身族群的来源。如易洛魁的鹰氏族把鹰

作为图腾，就是说鹰氏族是鹰的后代，以此来区

分氏族之间的血缘关系。但是廪君传说则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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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同，不是廪君来源于白虎，而是廪君死后

化为白虎。很明显，这个传说根本不是关于图腾

的传说，它同图腾恰恰相反，不是人来源于动物，

而是动物来源于人。可见，用图腾来解释李家坝

墓葬的杀殉现象，未免牵强，难以凭信。
至于李家坝究竟是哪一族群的聚落遗址，可

以肯定地说，它是巴地八族中板楯蛮的聚落遗

址。《华阳国志·巴志》“朐忍县”下记载:“大姓

扶、先、徐氏，荆州著名，《楚记》有‘弜头白虎复

夷’者也。”秦汉巴郡之朐忍县，即今重庆云阳

县。朐忍县的扶、先、徐等大姓，均为板楯蛮，即

所谓“白虎复夷”。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

秦昭王时，因板楯蛮射杀白虎有功，昭王“乃刻石

为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至汉初，

板楯蛮因在楚汉之争中从高祖定秦有功，“高祖

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故

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今所谓‘弜头虎

子’者也。”可见，从先秦到汉代，今云阳县地一

直是板楯蛮的活动地盘。既然如此，那么云阳李

家坝遗址又何尝不是板楯蛮的文化遗存呢?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将李家坝遗址的性质综

括说明如下:

第一，从李家坝墓葬出土的大量青铜兵器来

看，这个聚落表现出显著的军事性质。古代亦兵

亦农，寓兵于农。由此可见，李家坝遗址在东周

时是巴国治下的一个地方性族群聚落，这个族群

还处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酋邦制发展阶段。
第二，李家坝出土的青铜兵器多与蜀式兵器

相近，却没有自身的发展演变序列，说明它的青

铜文明或其上源与川西平原蜀文化有着比较深

刻的关系。
第三，以李家坝青铜器为代表的渝东长江干

流巴国青铜器多与蜀式青铜器相近，这同两个因

素有关，首先导源于商周和春秋时代巴、蜀地域

的毗邻。商周时代，蜀的北境在汉中西部，而巴

国位于汉中东部，两地长期毗邻，文化上必然存

在交流和互动，发生影响，所以它们在许多文化

因素上得以近似。其次，川东嘉陵江以东地区和

渝东长江干流地区虽为巴地，但在春秋末战国初

巴国进入以前，却长期属于蜀国的政治势力范

围。随着春秋末战国初巴国从汉中南迁长江干

流，进入鄂西渝东，成为这一区域的统治者，巴地

八族于是成为巴国的治民
［13］，李家坝族群正是

这样的族群之一。同时，由于巴国进入带来成熟

的青铜文化，所以这个地区制作的青铜器自然会

带有更多的蜀文化风格特征，而这种风格的青铜

器大量流布到其踪迹所至以及政治势力所至的

区域，李家坝青铜器就是其中之一。另有一种可

能是，巴国进入川峡地区后，由于没有足够的能

力为巴地各族制作青铜器，因而雇佣蜀人的流动

匠人即战国时代流行的所谓“铸客”到巴地进行

青铜器制作，所以这个时期巴地的青铜器十分接

近于蜀式青铜器。当然，这种可能性还需要得到

相应的材料才能证实。
第四，战国时期的李家坝一带既不是姬姓巴

国王室或巴王族的中心聚落，也不是廪君蛮的聚

落，而是板楯蛮的活动地域。
第五，李家坝青铜器尤其青铜兵器在渝东长江

干流非常具有代表性，它反映出东周时代这片地域

青铜文明的兴起，是同频繁而剧烈的战争与时俱来

的。李家坝第二期墓葬大量出现的楚文化因素，正

是清楚地反映了《华阳国志·巴志》和《水经·江水

注》所说“巴楚数相攻伐”的时代背景。

四、渝东长江干流与川东渠江流域青铜文化的关系

1999 年和 2003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等单位对四川省宣汉县罗家坝遗址进行发掘，获

得了大批重要材料
［14］，初步揭示了渠江流域青

铜文化的基本情况。
罗家坝遗址位于宣汉县城北约 45 公里处，

海拔约 340 米。遗址位于近似半岛的三江一级

台地上，三面被河环绕。罗家坝遗址的地层可分

为 11 层，依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器物的形制，

发掘者将罗家坝遗址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第

9 ～ 11 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出土陶片以夹细

砂红褐陶为主，夹细砂灰陶、黑陶、红陶次之。纹

饰有绳纹、网格纹、附加堆纹、戳印纹、篦点纹、纟玄

纹、篮纹等。器形有花边口沿罐、折沿罐、喇叭口

罐等。从陶器形制和纹饰的比较分析，罗家坝陶

器同四川东北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器比

较近似，其中喇叭口沿罐、折沿罐与通江雷鼓寨

遗址和巴中月亮岩遗址的陶器相似
［15］，也与峡

江流域重庆忠县哨棚嘴一期
［16］、奉节老关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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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四川宣汉罗家坝墓葬出土青铜兵器

层
［17］

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同时与陕西西乡李

家村文化
［18］、城固单家咀遗址

［19］
等有着一定的

关系，在内涵上也比较接近
［20］。

图五 四川宣汉罗家坝墓葬出土铜鍪、釜、甑

渠江是嘉陵江的支流，先秦时嘉陵江以西

主要是蜀地，嘉陵江以东大部分为巴地。罗家坝

遗址所在地的中河与后河在宣汉北汇入州河，州

河在渠县北小桥镇与巴河相合汇为渠江，是渠江

的支流。罗家坝出土的陶器与位于其北而同处

于渠江水系的通江雷鼓寨、巴中月亮岩等遗址所

出同类器相似，这三处遗址出土的陶器又与位于

其北的汉中所出陶器十分接近。据《汉书·地理

志》，汉中东部在历史时期为巴 地。
可见，从汉中向南直到嘉陵江以东和

渠江流域，史前时期亦应为巴地。罗

家坝陶器又与峡江流域所出陶器有

关，与时代稍晚的陕西城固宝山商周

遗址
［21］

有一定的关系，而宝山遗址

又与湖北宜昌路家河遗址有着密切关系。可见，

以嘉陵江以东和渠江流域为中心，同类陶器的分布

大致上呈南北向发展，它们应与巴地先民的迁徙和

文化流布有关。从先秦史的角度来看，嘉陵江上游

及以东地区包括渠江流域，有可能就是史前巴地先

民文化的集中分布地区，而后渐次向其南北流布，

而主要流布方向是向南。在考古学上，喇叭口沿

罐、折沿罐等是有可能从汉中东部向南渐次分布

到嘉陵江上游和渠江流域地区的，说明巴地先民

的文化大体上是呈历时性连续分布状态的。这

种分布状态，有可能反映了史前至历史时期居于

巴地的这支先民的文化来源和走向。
罗家坝遗址的中期以第 4 ～ 8 及 30 多个墓

葬为代表，属战国中晚期。出土的青铜器以兵器

为主，主要有钺、剑、矛、削、镞等( 图四) ，生活用

具有鍪、釜、甑等( 图五) ，生产工具主要有锯、凿
等。所出的青铜兵器均为东周时期川东和渝东

地区常见的器形，青铜矛上的巴蜀符号也常见于

川东和渝东出土的巴式兵器，青铜鍪、釜甑同样

为常见的巴式器物。根据文献的记载，罗家坝遗

址所在的渠江流域，正是先秦时期板楯蛮分布的

中心区域。可见，罗家坝遗址应为板楯蛮的文化

遗存
［22］。罗家坝遗址各期文化的连续性发展演

变，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反映了板楯蛮和嘉陵江、
渠江流域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进程。

五、从渝东到川东———战国时期巴国

青铜文化的西移

从遗迹、遗物看，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的文

化面貌虽与重庆涪陵小田溪墓葬具有一定共性，

但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它们在文化主体上的

相似性，表明均属古代巴文化的范畴，其间的差

异性则意味着它们属于古代巴文化的不同分支。
四川宣汉罗家坝墓葬出土器物与重庆云阳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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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战国墓所出器物之间具有更多的共同点，其他

文化遗迹也比较明显地显示出两者之间更多的

共性，而均与涪陵小田溪墓葬有着较多的差异

( 图六) 。把这种异同关系同古代文献的有关记

载相比勘，可以看出形成这种异同关系的原因所

在。

图六 重庆涪陵小田溪 9 号墓出土铜器

根据《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今涪陵是

巴国先王的陵墓所在地。小田溪墓葬出土 14 枚

一架的编钟以及錞于等规格较高的器物，应与此

有关。而板楯蛮的分布主要在嘉陵江、渠江流域

和渝东长江干流今云阳一带。《后汉书·巴郡南

郡蛮传》和《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渝水 ( 今嘉

陵江、渠江) 和长江干流的朐忍( 今云阳) 均为古

代板楯蛮的生息繁衍之地，有共同的文化。而渝

东南涪陵郡虽有板楯蛮，但却“多犭襄、蜑之民”，固

然与板楯蛮共属一个大的巴文化圈，但因分支不

同而存在着若干差异。这些异同关系反映在考

古学文化上，必然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川东渝东诸

考古遗存之间主体文化相同情况下的具体差异。
从川东北地区嘉陵江、渠江流域和渝东长江

干流青铜文化均属同一文化即板楯蛮的文化这

个现象分析，在先秦时期，从大巴山西缘往南至

长江干流，再沿长江干流往东直到三峡入口的西

边，即从四川东北部嘉陵江流域延及

渝东长江干流的大河两岸地带，主要

是板楯蛮的分布地区。战国以前板

楯蛮已长期在这片地区活动、生息、
繁衍，但还没有进入青铜时代。而到

春秋末战国初，这片地区突然兴起成

熟的青铜文化，自然不会是在当地土

著即板楯蛮文化自身的基础上创造

出来的，而是巴国青铜文化移入的结

果。
战国时代巴国的青铜器，在渝东

长江干流和川东嘉陵江流域的多处

地点有所发现，如渝东长江干流地区

的云阳李家坝、万州中坝子、涪陵小

田溪，嘉陵江流域的宣汉罗家坝等

地。其中，李家坝第一期墓葬青铜器

最早，为春秋战国之交和战国早期，

是四川盆地东部及渝东长江干流出

现的年代最早、分布最为密集的青铜

器群; 李家坝第二期为战国中期，小田溪和罗家

坝为战国中期到晚期。从嘉陵江以东到渝东长

江干流地区青铜器的分布及其年代关系来看，这

个地区青铜器是从李家坝第一期溯江西上发展

的。战国时代巴地青铜文化这种分布态势，恰恰

与巴国从三峡溯长江西上进入川渝的年代和路

线相吻合。
巴国进入渝东川东后，虽面临西面蜀国的攻

伐，但最大的威胁仍然是来自于东面楚国军队的

沿江西进，“巴楚数相攻伐”，所以巴国的武装力

量主要部署在渝东长江干流一带。因而，考古学

上发现的巴国青铜器大多数集中分布在这个地

区，而渝西至川东地区很少发现巴国青铜器。到

战国中叶，楚国为了西拒秦国，奋力西上夺取大

片渝东巴地。战国中期忠县崖脚墓地的 19 座典

型的楚国墓，表明其时已成楚国版图。而这时位

于忠县下游的云阳李家坝第二期墓地有大量楚

文化因素，表现为巴文化与楚文化并存，实际上

应是在楚国版图内的巴文化，因为此时云阳已成

楚地。在这个时期，巴国青铜器的发展方向向西

转移，主要集中分布在靠近江州的涪陵，和江州

以西的川东地区嘉陵江、渠江流域，宣汉罗家坝

青铜器应与这种情况有关。而 1950 年代发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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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巴县冬笋坝和广元昭化宝轮院战国末秦代

之际的巴人船棺葬及其大批青铜器，则与巴国灭

国后其“劲卒仍存”有关
［23］。从巴国青铜器沿江

西上又北折进入嘉陵江这一现象，不难看出巴国

军队迫于楚国兵锋之逼，从渝东长江干流逐步收

缩到江州附近涪陵和川东嘉陵江、渠江流域一带

的情况。巴国青铜器在分布态势上的这种变化，

与历史文献所记载的巴国在长江干流和嘉陵江

流域的五次迁都的情况，完全吻合。由此也可看

出，《华阳国志》等文献有关巴国历史的记载确

有相当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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